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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洋：一定要将民族多样性的理念融入大学的文化当中，否则我们的大学就不是综合大学。

我管这叫国民教育的文化公平传承。 

【论  文】 

在野的全球化：旅行、迁徙、旅游
1
 

 
范  可2

 

 

 

目前对全球化的思考大体上都涉及到这么几个因素与现象，即：资本全球性流动；高科技发

展及其所带来的相对于以往低廉得多的通讯与旅行成本；文化混生、分化，以及与地方主义兴起

不无关联的文化和地方多样性的重新建构，等等。所有的这些，都在冷战结束之后给我们的世界

带来了令人目弦的变化。我们很难说全球化究竟由谁所主导，尽管，资本在这过程中起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在它的作用下，今天的民族国家在许多方面甚至出现了“主权缺失”的现象。我们很

难预测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最终结局是什么， 但种种事实说明，我们完全有理由对此保持乐观。

它既不可能导致某种同质性文化的出现，也不可能导致人类彼此间构筑壁垒固步自封。它在推动

多样化的文化繁荣的同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将更能彼此间宽容并相互理解——它完全可能是

令民族国家成为历史的催化剂。 

如果说全球化是一种传播扩散的过程与结果，那么我们也许要问，究竟是什么的传播与扩散

可以标志着全球化的进程？现代性，可能是许多人的回答。那么，何谓现代性即刻成为问题。我

们无需理会那些因为表达政治正确立场所虚构出来的所谓非西方的现代性。西方虽然是个大而无

当的建构性术语与区隔，但在学理上，它所涵盖的内容与外延不言自明。它首先是一个地理区域，

在那里资本主义率先发展起来，它又是一个文明区域，其间的文化多样性虽然复杂但都不可避免

地带有基督教世界的烙印。在人类学的意义上，这个术语自然遮蔽了该地区的文化复杂与分化，

但也没有人否认这个概念所包含的一些基本内涵。这些基本内涵中的一些主要价值，如科学与理

性，构成了所谓现代性的基本象征。吉登斯认为，它们在世界范围的扩散开始于 17 世纪。换句

话说，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后果（Giddens 1990）。 

但是，把制度性因素或者某些价值的传导作为历史过程的展演，对人类学者而言，难以令人

满意。毫无疑问，制度观念等，在漫长人类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必须通过人与人的接触来传播

的。也就是说，人，是传播的主体。广义而言，人类迁徙的起点其实也就是全球化的开始。换言

之，全球化如同在野而无法控制。民族国家的发展流布其实也是全球化的过程。然而，民族国家

对主权归属的强调却又在许多方面起对全球化有遏制作用；在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却也因为霸权

的崛起对全球化推波助澜。曾几何时，却又因为全球化又日益失去其内在的能动性。 

旅行、迁徙、旅游，一般说来，都是人类有目的的“移动”。但是彼此间却不能相互取代。

旅行与移民之间的不同很容易区分，而与旅游之间有什么区别？从逻辑上说，旅游是一种旅行，

这是没有错的。但反过来说则可能有些问题。我们可能不好说旅行是一种旅游。因为后者是指通

过旅行的休闲游玩，而前者的内涵却宽泛得多。一般说来，这两种移动都有一定的目的。但这也

并不是绝对的。我们知道，确有人漫无目的地旅行或者旅游，但这毕竟不是常态。迁徙则目的明

确，对于当事人而言，旅行只不过是对抵达目的地的过程与手段。从情感的角度言之，旅游令人

产生愉快之感，而旅行未必全然如此。人类历史上的许多迁徙就经常伴随着痛苦的经历。它虽然

                                                        
1  本文刊载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 年第 1 期，转载于《新华文摘》2013 年第 10 期。 
2  作者为南京大学 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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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种旅行，但有时却不见得知道哪里才是终点。否则，就不会有所谓“离散”（diaspora）之

说。“离散”是希腊语中专指历史上的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失去家园、流离失所的状况，渗透着

一种背井离乡，何以为家的感伤、沉郁，与悲凉（范可，2012a）。人类的迁徙有自愿的，但也有

许多是被迫的。中国人有安土重迁的传统，轻易不离开家园。但近几个世纪以来，却不断有人离

乡出洋。福建与广东是著名的侨乡，历史上出洋者似乎是自愿的，但如果仔细想来，也有某种“被

迫”的成分。换言之，如果家乡能为他们提供同样的机会，他们断不会历经艰辛出洋谋生。所以，

如果把旅行、迁徙、旅游三者并置，我们便可以看到它们在人类活动中所产生的不同意涵。如果

将这三种“移动”置于全球化的语境里，那么，权力与资本与这些不同“移动”形式的相关性如

何，关系如何，而这些不同的“移动”之于人类历史过程的重要意义又是如何，是很值得考虑的。 

 

旅行与人类历史进程 

 

旅行在人类的演化与发展的时间长河里，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不

同文化之间，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交往，人类文明就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成就。除了极个别的区域

之外，不同地区人类之间的交往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尽管交往的范围与速率受到了技术发展的

制约。在人类学里，文化之间的接触被认为是文化创新的动力。而传播、采借则是重要途径之一。

戴蒙德（Jared  Diamond, 1999: 83-113）认为， 历史上绝大部分重要的发明与发现之所以能在不

同地域的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主要的是通过传播而达到的。地球上同纬度的地区有着大体相同的

驯化物种说明了这一点。他相信，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传播的结果。而美洲与欧亚大陆

由于大洋阻隔，故而在“地理大发现”之前，这两大地域的人类所种植的作物和养育的牲口驯化

自不同的野生物种。对于为什么同一纬度地带的人们有着相同的驯化物种，戴蒙德有着自己的解

释。咋看起来，他的解释似乎与 20 世纪早期的人类学传播学派中的某些说法有些类似。但并非

如此。按他的逻辑，人类早期的许多发明和发现不太可能在不同的人类群体里都独立发生。它们

可能在某一特定的地区首先出现，而后，扩散到其他地区。例如，农业的发明与人类定居，最初

可能是地理环境因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某些地区，如两河流域，最初可能因为偶然的原因

使得驯化在人类社会中得以发生并由此奠定了文明的基础。而驯化的物种则传播到其他地区。传

播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们模仿和学习的过程。  

但与人类学史上的传播论者不同的是，在戴蒙德看来，传播的前提并非是传播论者所言的那

样——绝大部分早期人类心智低下，故而发明与发现只能发生于特定的地区，以后再渐渐地传播

到世界的其它地区。
1
 恰恰相反。传播的过程也是人类模仿的过程，而人类之所以模仿是因为它

更具实效。这说明早期人类是很聪明的。而传播如何才能实现？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惟有

通过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实际接触。不同地区的人们如何能相遇？这就得通过旅行。如此说来，

旅行在人类文化与文明的演化发展的历程中居功至伟。人类学认为，人及至通过现代科技传递信

息的手段出现之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人类信息的获得更多的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

尤其在人类的早期。通过接触人们之间便可以相互交流学习。可以想见，人类早期的文化传播就

是这样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旅行，人类社会就不会有今天。当然，旅行也并不

总是具有积极的意义。战争同样也与旅行脱离不了关系。在世界进入民族国家的时代之前，不同

地区的王权与帝国为了经济上和人口上的掠夺，经常进行远距离征战。十字军东征就是这样一种

“旅行”，它持续了两个世纪有余，给人类社会带来许多灾难。但客观地讲，十字军东征却也在

沟通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和拜占庭帝国之间的关系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实，人类的历程本身就是一部旅行史。当今人类起源上主要有两种假设。其一是建立在分

                                                        
1 传播论有数种不同学说。这里所提及的观点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人类学家史密斯（Elliot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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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生物学上的单元说，也就是所谓“走出非洲说”（out of Africa hypothesis）；其二为“多元说”

（multiregional hypothesis）。前者主张今天所有人类的祖先在十多万年前走出非洲大陆，渐次散

布到各大洲。人类之所以有着不同的体质表型是人类祖先对不同地理和气候环境适应的结果。而

多元说主要是建立在古猿和古人类化石的证据之上。地球上除了美洲和大洋洲之外，都发现有古

人类化石。它们的存在表明，这些大陆在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年前便有古人类居住。这样一来，如

果接受“单元说”的话，那又如何解释这些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年的化石证据呢？这是有些学者不

愿放弃“多元说”的主要理由。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已经不知不觉地影响

了一些学者的认知。在他们看来，民族（nation）就应当是一个共享血脉的群体, 于是——以国

内的一些学者为例——很自然地把诸如北京猿人之类的古人类与今天的中国人甚或中华民族联

系起来。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个正确与本文无关。但是，无论是“单元说”或者“多元说”都与

旅行脱离不了关系。由于到目前为止，唯有非洲才有古猿化石出土，所以，即便力主“多元说”

者也承认，人类祖先最早确乎来自非洲。但他们早在一百多万年前就已经走出非洲。也就是说，

“多元说”的“走出非洲”发生在人类演化过程中的“直立人”（Homo erectus）阶段。而按“单

元说”，人类祖先甚至在走出非洲之前就已经是现代人了（homo sapiens）。 

人类为什么会走出非洲？人类学研究证明，迄今为止，人类在自己历史上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的时间里，都是食物拾取者（food collector）。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常常追寻可以裹腹的动植物。

早期人类的生活由是而不断迁徙，是名副其实的“旅居”（dwelling in travel）。
1
可能就是因为如

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的一部分祖先最终离开了非洲大陆，并渐渐地分布到了旧大陆的

许多地域。 

因此，如果我们同意戴蒙德的说法的话，那么就必须承认，旅行在人类文化演进史上具有重

要意义。既然动植物驯化之后即在同纬度地带的人群中通过“拿来主义”得以迅速传播，那么，

这不啻意味着，人类中的绝大部分能够从食物拾取者转变成为食物生产者（food producer），更多

地还是得拜旅行之赐。驯化的滥觞无疑是偶发的，一旦驯化成功之后，也就对人类文明的演化产

生了革命性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尽管那些决定文明进程的发现与发明，如动植物的驯化、

制陶和后来出现的金属冶炼等，虽然并未在所有的社会里起了相同的作用——如最终出现了国家

组织等，但是，绝大部分人类都因此而成为了食物生产者。  

现在通常认为，大概在一万多年前，在两河流域出现了植物如小麦等的驯化，人类才进入了

新石器时代。英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柴尔德（Golden Childe）称之为“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其标志为农业、定居和制陶（Childe 1936）。但是，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阶段是不

同步的。在中国，中原地区已经有了中央集权的强大王朝之时，东南地区还在流行着印纹陶文化。

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样。直到与殖民主义者有所接触之前，有些族群还停留在这一时期，有的甚

至还以狩猎采集为生计，连定居都谈不上。但人类学者注意到，这些族群大多生活在地理学意义

上的“死胡同”（cul-de-sacs）。我们可以由此体会到与外界的接触有多么的重要。当然，有些研

究者可能会说，他们之所以没有成为食物生产者，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

足以使他们的族群繁衍生息的动植物资源。
2
但是，我们同样也得考虑到，生活在地理学上的“死

胡同”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在这样的地理位置里，他们失去了与外界接触的大量机会。

他们中的大部分一直处于“旅居”之中，但始终在十分有限的地理环境里转悠。这从一个方面说

明，的确，他们所处的环境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生活条件。但由于所处地区的特殊性，其他人类

                                                        
1 借用自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 1997: 2）。 
2  对于有些族群来说是有道理的，如生活在美国西北的海达印第安人和生活在极地地区的因纽特人。传统上，

海达人是定居的，但依然被归于“食物拾取者”，他们所处的环境为他们提供了赖以为生的各种鱼类和海洋哺

乳类。因此，在与外界接触之后的很长时间内，他们的生产方式依然没有改变，尽管在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已

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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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少有进入者，致使他们能将传统的生活方式保持下来。所以，“旅居”范围之有限也决定了他

们成为人类社会最晚被“现代性”感染的一群。 

人们定居之后，依然在很大程度上继续着“旅居”方式。但是，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旅行

无法，也没必要，成为大部分人的日常行为。从这个时候起，人类的旅行多是为了交换和征战。

贯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说明人类欲求的满足必须通过贸易来补充。丝绸之路的存在说明了旅行

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上的重要性。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卷入欧亚大陆之间的贸易往

来的人数量一定不少。而这一交流也经历了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阿拉伯帝国的崛起，使得东西

方往来在海面上首次贯通。海上丝绸之路其实主要进行的是香料、茶叶，以及瓷器等货物的交换

贸易。战争也是旅行的重要原因。无论是战争或者交换贸易，承载的主体是都是人，交换或者战

争都是人类接触的结果。在现代科技发展起来之前，同外界接触唯有通过旅行。要么自己外出，

要么在家乡遇见外来者。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问题的话，旅行在人类历史上便有了特殊的意义。  

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旅行的密集化肇始于殖民主义的兴起。最初由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的殖

民扩张，多少带有点探险求宝的卡通色彩。其驱动力并非由资本而起，而是来自王室贵族对海外

珍宝和奢侈品之贪得无厌的欲求。但是，“地理大发现”直接导致了疯狂的殖民掠夺，并间接地

成了爆发工业革命的前奏。分别发生于 16和 17世纪的尼德兰和英国的工业革命，推动了这两个

国家的工业化，转而又极大地促进了海外市场的需求。各种“探险”和贸易船队飘扬过海，为了

海外殖民地和市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资本，俨然成为驱动海外探险航行的直接动力。随海外殖

民地和海外市场的建立，人类旅行的网络进一步扩张。至此，凡是这个网络触角所及之处，都有

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最初因殖民地贸易而逐渐成形的世界体系。整个世界就此日益“克里奥尔化”

（Creolization）。1 人们的生活日益地与地球上的其他区域联系起来。 

克里福德（Clifford, 1997）提到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用来说明世界的“克里奥尔化”。印度

人类学家古许（Amitav Ghosh，1986）到埃及一个想象中应该是十分偏僻闭塞的村子里作研究。

但他很快就惊讶地发现，当地人的生活已经与整个中东地区联系在一起。大多数年富力强的村民

们忙于穿梭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不同国家之间，他们的生活已经同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旅行成

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古许所设想的那种古老和定居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复存在。人类学家已

经不再是传统上的，来自某一个都市中心到边远的乡下。相反，他那“古老和定居”的田野点已

然开启了居住和旅行的复杂过程。换言之，用“当地生活”（localized dwelling）这样的话来概括

人类学家和当地人的生活已经很不精确。“旅居”可能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最好说明（参见：Clifford, 

1997: 1-2）。 

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旅行其实对人类历史过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费孝通（2005）和沃

尔夫（Eric Wolf, 1982）都认为，全球化始于“地理大发现”，因为紧接着的就是几个世界霸权对

海外市场与殖民地的争夺。而“地理大发现”则是航海旅行的结果。旅行因此与工业革命、工业

化与城市化进程不无关系。旅行既推动了殖民扩张，但值得注意的是——也导致了去殖民化（见

Anderson, 1991）。 

 

迁徙与治理术 

 

任何迁徙——无论是自愿或者是被迫——都得通过旅行才能达到。但与一般的旅行不同，自

发的迁徙往往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因此，自发的迁徙者离开了出发地之后，多半不会再选择

回来长期居住。移民是一种迁徙。移民可以简单地分为国际移民与国内移民。国际移民大多为自

发的，国内移民则未必。比如，我国常见的因为工程而有计划的移民。这样的移民就不是自发的，

                                                        
1  参见（Hannerz,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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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政府所要求的。这类移民在其他国家也有。有时，国家政府主导下的移民很是残酷。前苏联

的斯大林政权就做了很多这样的事。它曾根据莫须有的罪名和所谓“国家任务”把一些民族驱逐

到西伯利亚、中亚等地区。其中，日耳曼人、车臣人、卡尔梅克人、印古什人、巴尔卡人等 11

个民族被全部迁移，达数百万之众（何俊芳，1998）。所以，有许多移民实际上是被迫的。 

不少英美学者把中国的“农民工”称为 migrant worker。而这一名词在联合国给出的定义里，

指的是在另一个国家靠劳动换取酬劳者。
1
 回到中文的语境里，“外劳”可能是最好的翻译。可

能是由于恶名昭彰的户口制度，导致了农民工在自己的国家内竟然身份如同外劳。其实，他们的

生存和权利保障的状况远不如那些到以色列、阿联酋等中东国家的外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的生

存状况甚至连那些像候鸟那样，到美国的农场和种植园务工的墨西哥人季节性劳工都比不上！

“农民工”的生活始终处于流动状态。他们的居住仿佛都是暂时性的，处于不断的搬迁之中。正

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基本上没有权利在他们所工作的城市里定居，他们不得不在每年的年关岁

末踏上返乡之旅，“春运”由是成为铁路部门的生财之道。试想，如果他们与他们所工作的城市

里的居民享有同等的公民权，有谁还会想去插足于连脚都难以迈出的列车车厢里。如果说移民意

味着寻找新的家园，那么中国的农民工绝对不是移民。在基本的社会公义落实到他们身上之前，

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扎在故乡的泥土里，要么就是漂泊者。 

移民的迁徙与以上所谈的旅行很不相同。当然了，迁徙本身也是一种旅行，它的不同之处是

单向的。虽然移民当中有些人最终可能返回故里，但是从法的意义上来讲，他们的方向是最终“归

化”为“旅居国”或者所在国家的公民。从联合国和移民接受国的法律来看，移民种类繁多。冷

战之后，跨国移民日益增多，全世界几乎大部分的国家都成为移民输出国，或者输入国，或者二

者兼具。而且，国际性流动的移民潮当中，也出现一些过去没有的现象。许多人只是不停地穿梭

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因此很难定义他们是否侨居于某国。因此，当今联合国对移民的定义也就有

了新的内容。它似乎已经不再根据移民主体本身意愿来进行定义。而且，也不再以是否拥有所居

国的永久居住权来作为标准。换言之，有些人在所居国并不拥有永久居留的身份，甚至没有合法

身份，但由于他们在所居国有足够长的时间，就可以被考虑为移民（李明欢，2011：4）。但是，

我们得注意，这并不代表所在国政府的意愿，而且对所居国政府本身如何定义移民也没有什么约

束作用。 

移民们背井离乡到异乡寻求发展，其后的心理机制是“工作”与“爱”；工作寻求的是挣更

多的钱，而挣钱的目的主要的是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地生活。
2
 所以，移民往往是踏上旅途便义

无反顾。从长远看，国际移民经常会对他们的出发地或者移出国有积极的影响。譬如，欧洲的浙

江人无论在各方面都对他们的家乡有着积极的贡献。到东南亚的闽南移民也是如此。福建侨乡经

济的繁荣自有他们的功劳。广东经济的发展除了港澳之外，北美的广东裔华人也有巨大的贡献。

吸纳移民的国家也必定从移民中受惠。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地球上南北半球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落差，国际移民在移动的方

向上，呈现出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动和由南向北移动的基本态势。尤其在冷战之后的近一

二十年来全球化挟高科技和信息科学的飞速发展和比之于以往大大降低的旅行和通讯费用，移民

                                                        
1  英文原文为：The term "migrant worker" refers to a person who is to be engaged, is engaged or has been engaged in a 

remunerated activity in a State of which he or she is not a national.（http://www2.ohchr.org/english/law/cmw.htm） 
2  当然，许多国家的富人由于各种原因，也通过各种途径移民到国外。例如中国众多的贪官污吏及其家人为了

逃避罪责或者其他担心，也移民到了海外。这类移民能否用跨国移民称之尚有待进一步商榷。至少到目前为止，

文献上所谓的跨国移民基本上都没把这部分人包括在内。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这类人移民国外，

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为恐惧所迫。其次，这部分人在海外大都十分低调，身份很难确认。因此，在对

移民的研究中，他们尚未成为一种特定的类别被区别对待。到目前为止，他们基本上只是未加区别地被包括在

移民的基本数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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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日益汹涌。西方发达国家因此有了更多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外来人口。这种状况引起了这些国

家中低层劳工阶层和保守人士的不安，生怕移民抢本国公民的饭碗和分享社会福利。而因应大量

的外来移民进入，一些国家也制定了门槛，公民权因此再度成为论题（参见：范可，2012a）。有

些国家通过细化或者重新制定一些公民方能享有的权利，把本国公民同外来移民进一步区分开

来。具体的做法很多，此处无法细究。 

面对汹涌的移民潮，有关国家都出台相关治理术，并与时俱进地不断对之加以“完善”。我

们知道，美国政府在历史上对待移民的政策不断变化。以对待华人为例，美国政府曾经在 19 世

纪下半叶推出“排华法案”，大量的华工迅即堕为法定的社会排斥对象，他们无法“归化”为美

国公民，他们的配偶子女无法来美团聚。这些限制直到“二战”才因中国是为美国的盟国才予以

废除。但是，直到去年，美国政府才对当年颁布“排华法案”表示歉意。  

为了便于控制，所有国家都对国内人口进行分类。这些分类的标准并不相同。除了根据文化

与族群(包括“种族”)的分类之外，还有其他。有些国家的人口分类不只是一种，例如我国的分

类除了民族之外，还有户口。户口制度把人口分为两种类别“农”与“非农”。这一分类与民族

分类完全没有关系，而且更具治理术上的意义。民族分类，我们称为“民族识别”，它主要是国

家政权建设的组成部分，与执政党所宣称的国家的政权性质有关系。既然这个政权宣称是人民政

权，那就必须要代表所有民众，于是需要有各个民族的代表。这样就需要知道有多少民族，于是，

就有了民族识别。这样的做法，考虑的不是民族成员的个人权益而是集体权益。同时，由于民族

识别与划分具有一定的专断性，少数民族成员在多大程度上能享有平等的权利实际上是一个值得

深究的问题。我国政府在民族识别的同时，还曾有过为时 8年的所谓“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该调查的直接的后果便是将少数民族作了另一种分门别类，即根据所谓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将他

们定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并据此决定相应的扶持力度，制定不同的发展规划（参见：范可 

2012b）。在治理术的意义上，民族识别自是有助于国家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控制和维护国

家的主权统一，同时这也是国家同当地民众之间的某种“社会契约”，通过提供较为优惠的政策

来换取当地民族对国家政权的忠诚。民族识别政策虽然与这里所谈的迁徙没有关系，但它所产生

的影响却直接给以下将要讨论的旅游打下了烙印。民族政策的实施及其与之直接相关的有关少数

民族知识的系统性生产，为地方上的民族旅游、文化旅游等提供了某种似是而非的资源。 

与民族识别不同，同样是治理术的户口制度，其外显之功能就是表现为对人口迁徙的限制。

可以说，在很长的时间里，户口制度扼制了人口流动。建立户口制度显然具有政治意义。它的确

立与政府对粮食安全的关注密切相关。20世纪 50年代初，国家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民经

济方针之后，工业建设规模急剧扩大，吸收了许多农民进入工业生产。许多农民也就因此离开土

地进入城市，由于找不到工作，有不少人始终流离于城市与城市周边地区，“盲流”一词由是而

生。
1
农民离开土地自然影响到了农业生产，而在当时，由于缺乏外汇储备，国家必须通过输出

农产品来换取来自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与工业产品。因此，粮食安全主要考虑的并不仅

仅是吃饱饭的问题，它同时是国家在发展方略上的决策，然而，这一发展决策却是以牺牲农民的

利益为前提（参见 Chan, 2009; Cheng and Selden, 1994）。 

户口制度的出台与 1953 年开始实施的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相配套。而所谓统购统销则是政

                                                        
1 其实“盲流”的说法甚至在共和国刚成立的 1950 年就出现了。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社会司于 1950 年 11 月

26 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一篇文告——“应劝阻农民盲目向城市流动”(收入于建嵘主编的 《中国农民问题研究

资料汇编》，第二卷下册)。该文列举了当时农民进城找工作的现象后，指出“必须大力说服农民，以克服农民

盲目向城市流动的情绪”。至于必须劝阻农民进城的理由，文告点到“浪费国家许多钱财，影响社会秩序，而且

给各地人民政府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困难”；同时，“对于农民来说也很不利，因为他们盲目跑到城市，一时找

不到工作，便只好卖掉衣服被褥等物，走上流浪的道路”。全文最可圈可点之处，是下面这句话：“目前的劳动

就业主要是解决失业问题，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并不是失业者，他们有地种，有饭吃”(周其仁，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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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为了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不惜推出的牺牲农民利益的政策。在这一政策制度下，农民完

全失去市场，国家掌控了农产品的收购与销售，而且还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对农民进一步盘剥。

本质上为以农业为重工业发展作原始积累服务的统购统销政策实施之后，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

农民生活水活恶劣，不得不用脚投票，大量涌入城市。为了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以保证足够的农

业人口和进行有效的政治监控，国家在 1958 年正式确立了户口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陷广大人

口的空间与社会流动于不能——不仅人们不能随意迁徙移动，更为重要的是，身份的变动，亦即

“农”转为“非农”，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也不可能。这种情况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有所改善。

但是，户口制度下所形成的区隔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普通民众心理上，影响依然深远。“农

民工”这样的称谓直接表白了这样的一群人必然的命运：他们在走出家乡之后，无论在何处——

在旅途上或在他乡的工作中——都会遭到制度性的刁难和众多当地人的排斥。 

综上，我们可以明确，迁徙是一种旅行，但旅行并不意味着迁徙。移民是为一种迁徙，但并

非所有的移民都是自发的。作为自发移民的迁徙其后的动力是对更好的生活的追求。行为经济学

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告诉我们，人们宁愿承担风险远走他乡寻求机会，如果他们对现

有生存条件的未来之预估远低于对目的国所具机会之预估的话。因此，自发的移民是一种决策和

投资。这样的迁徙尽管可能充满艰辛，但却阻碍不了前进的脚步，所谓用脚投票以及大量的非法

移民即为其例。这种迁徙看似为了更有保障的生活，其终极驱动的力量却可能是政治的。首先，

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霸权强化了南北半球之间巨大的经济落差；其次，国家制度导

致的政治经济腐败——这样的国家缺乏公平与正义，理所当然地成为移民输出国。 通过对迁徙

的分析，我们得知人类历史上有大量的迁徙与移民是被迫的。除了不同的国家政权所为之外，国

家所计划的一些项目也在客观上迫使人们迁徙或者移民。例如，大量的水利工程建设都有这样的

举措。自由迁徙的反面是强迫迁徙，移民的反面是强迫移民与禁止移民。大部分国家除非处于紧

急状态的情况下才会这样的强迫性政策，但对于一些国家来说，这种情况曾经是一种常态。中国

在很长的时间内就是通过户口制度来对民众的流动进行限制。这种在空间上对人民的控制可以内

化成为阻遏社会流动的壁垒，从而成为社会分裂的催化剂。因此，比之于旅行，迁徙更为具体，

从而也就更多地携带了政治意涵。 

 

旅游的透镜 

 

旅游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是充满愉悦的，这构成了旅游与其他旅行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 旅

游出现得并不算太早。过去，西方殖民当局官员的旅游可能是因为他们职业的关系顺势而为。后

来，大英帝国善待其在海外殖民地的“公务员”，让他们有若干年一次的环球旅行。这种形式的

旅游自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但不可否认的是，抛开物质的因素，作为游客的殖民地官员与一

般游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之处。他们喜欢看的可能与今天的许多游客——尤其是新兴的中国

游客，有颇为相似的地方。比如，喜欢看些比自己的“文明程度”低的群体及其文化，这种猎奇

趣味的后面，是某种妄自尊大的心理机制。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旅游业成为常人的一种娱乐和消费风尚无疑拜全球化之赐。高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随意

浏览各种信息，从中筛选他们所需要的有关各地如何吸引人的信息，而通讯费用与交通费用的大

幅度降低也为一般人出行和越洋飞行提供了方便与可能性。除却各种物质条件的改善之外，世界

政治格局的改变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冷战结束，使得人们更容易在地球上往来。世界政局的变

动也会多方面影响到旅游产业和人们的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甚至影响到人们旅行的欲望。地球

上不同区域的每一次动乱对旅游业产生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可能导致游客数量锐减，更可能影响

人们的消费决策与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关于旅游，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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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会成为一种消费时尚？人们选择这一消费方式时在多大的程度上会受到自我认定的所处阶层

价值观的影响？旅游产业的存在与发展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一个社会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等等？

当然，从人类学的角度而言，旅游业的从业者与游客的互动，游客如何看目的地文化，如何与当

地人互动，当地人又是如何看游客，都是令人感兴趣的话题。 

旅游与当代生活 

我们知道，在过去只有少数相当富裕的人才消费得起旅游。甚至到了上个世纪 50 年代，在

富裕的西方社会里，也只有少数人有能力到国外度假。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十年来发生了戏剧性的

变化。人们跨国流动导致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密集接触。跨国旅行者除了政要、商务人士之外，还

有大量的“外劳”、学生和难民。这些人并非都是游客，甚至政要和商务人士大部分出行也非旅

游。可是，关键在于这种流动现象给不同的社会都带来了许多异邦的元素。在发达国家的主要城

市里，来自其他社会的象征与文化元素随处可见；到处都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所经营的餐馆，

而不同国家的移民在欧美许多国家的大都市里所形成的具有异国色彩的聚居区或者邻里社区，更

是使人感受到世界的“混杂交错”。这些，都可以激发人们的猎奇心态和了解或者“玩赏”“他者”

的欲望。另一方面，商家也在这一文化驳杂的时代推出了各种促销措施，敦促人们走出去看世界。

对于商家而言，关键在于如何吸引游客。他们深谙一般人心理，理解游客的“凝视”所在，因此

也就能为之树立起“靶子”。从旅游目的地经营者和旅游从业者所策划的角度来看，如何迎合游

客的凝视以便“卖身”是最重要的。于是就有了所谓文化旅游和民族旅游的兴起。 

由于旅游变得如此普遍，对旅游的研究自然增多。根据旅游的性质和目的，学界通常把它分

为这么几个类别：休闲旅游、文化旅游（含民族旅游）、医疗旅游、情感旅游、黑暗旅游，等等。

这些旅游虽然目的有所不同，但是除了医疗旅游之外，大多数还是与休闲娱乐有关，尽管其中不

乏艰苦甚至是痛苦的历练。医疗旅游虽然不算休闲，但还是有不少是人出于健康的需要，遵医嘱

到一些自然条件宜人的地方旅游疗养。但是，医疗旅游更多的是指这么一种情况，游客／患者通

过国际旅行寻求在国外进行治疗。所以，经济是推动医疗旅游的因素。例如，一些发达国家的人

士选择到一些经济上相对落后、消费水平较低，却又能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国家进行治疗。有

些案例则是因为患者／游客所希望获得的治疗，可能在他们的国家属于被禁止，或者必须经过很

多复杂的程序。例如小布什当政时，就有一些美国人到国外寻求干细胞治疗。由是观之，医疗旅

游其实更多地与健康或者公共卫生有关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相关，称之“旅游”实在有些不妥。
1
 所

谓的黑暗旅游（dark tourism）则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与历史、集体记忆和各种社会和个人的创伤

密不可分。换言之，黑暗旅游犹如朝圣之旅。人们通过寻访、凭吊灾难遗址、大屠杀所在地或纪

念馆，以及各种与国家、民族乃至个人、家族有关的纪念和记忆场所来铭记过去。这种旅游的政

治含义自不待言。由是，黑暗旅游往往被更多地用来指新纳粹分子的活动，他们到对纳粹运动具

有历史意义的地方或者纳粹头目葬身之所进行凭吊。这类活动的用意与精神昭然若揭，这样的旅

游并非为了休闲而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 

与黑色旅游意义相似则是所谓的“红色旅游”。在极权和威权官僚政体的国家，权力机关也

会组织类似的旅游，然而却“功夫在诗外”——这类旅游实质上是社会动员和宣传的组成部分。 

有些人的旅游与宗教信仰有关，但不能否认其中的有些与社会创伤有关，例如，到耶路撒冷哭墙

的旅游就是如此。世界各地犹太人到欧洲各地的排犹遗址或者纪念馆的凭吊之旅则完全是为了铭

记整个群体所经受的痛苦，具有建构认同的强大力量。用意相同，却有着参拜和朝圣意义的所谓

“红色旅游”，或“重走长征路”，其动机来自于权力的危机感，但在客观上却也为旅游从业者开

辟了新的资源。我们不妨把这种“左”与“右”的具有凭吊或者“朝圣”意义的旅行称之为“颜

色旅游”（colored tourism），把所有具有政治意涵的旅行活动都包括在此类别之内，以便更好地
                                                        
1 感谢我过去的学生，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地理系博士候选人柯明节（Travis Klingberg）对此所提供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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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和诠释这类活动的多方面意涵。这一类别的好处，是在一定程度上摒除了价值判断，从而有

助于理解左和右的极权体制在本质上的某种一致性。 

典型的休闲旅游与文化旅游有所不同。不管是为了“读万卷书”而行“万里路”或者纯粹为

了猎奇，文化旅游无论如何都带有一种了解未知的目的，奢侈消费不会在计划中占据首位。休闲

旅游毕竟是为了休闲（可谓是消费的代名词），虽然每个游客都会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来决定如

何消费。除了到胜地景区或者其他更贴近自然的地方小住之外，休闲旅游的内容经常是游山玩水。

随着旅游业的开发，休闲旅游现在也往往增加了许多有文化含量的内容。但是，严格地说，休闲

旅游应当是地点相对固定，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想远离都市的喧嚣让身心极度放松的活动。经

济能力决定这种旅游的奢侈程度，因此，休闲旅游的品位和档次体现了游客的社会身份，也因此

成为了某种极具意义的符号。 

但是，一旦旅游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与需求之后，各种涉及旅游的服务业应运而生，这

些从业者的目的自然是商业性的。一旦商业的动机瞄准了游客的猎奇心，那必然会导致旅游产业

泥沙俱下。因此，旅游在带给人们享受的同时，在某些方面也可以成为人们的噩梦。我们经常听

到不少人抱怨在旅游过程中“挨宰”的经历。境外的许多旅游团体和中介机构往往刻意将赌城安

排在旅游线路上，有些旅行社甚至大量开办这种赌博旅游（为了好听一点，我们也可以冠之“博

彩旅游”）。北美的华人旅行社经营这种旅游可谓行家里手。华人好赌也因此名满世界。当然，这

样的旅游不会要求游客到了赌场之后都必须参赌，所以，如此旅游完全是揪住了人类的弱点来开

发商机，瞄准的其实是人类的愚蠢性（stupidity）和其他弱点。 故而，许多旅游开发必然会把重

点放在如何满足人们的虚荣心之上，我国众多游客的境外表现在证明这一点上居功至伟。他们一

定会被当地的旅游中介（针对华人游客的中介机构基本上都是华人经营，或者由华人专事服务华

人事宜。）带到奢侈品商店。应当说，满足人类自然欲望是旅游从业者的不二法门。因此，食色

赌必然成为旅游产业的赚钱之道。这种情形给我们提出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与道德之间的问题

——其实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问题。 

内部东方主义的幽灵 

游客在旅游中都抱有猎奇心态，这种心态与好奇有所不同，后者多少带有某种探究的心理。

对此，前者未必有。如何来满足游客的猎奇心态便成为旅游策划者和从业者的重要任务。在许多

国家，国内文化多样性和历史通常都成为了旅游开发的资源。通过展示不同的文化来招徕游客这

是最常见的方式。但是，如何展现文化，尤其是展现非主流的文化或者展示非主体民族的文化？

这是经常受到挑战的问题。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看到，许多民族地区都充分利用本地区丰富的族

群多样性的资源来进行旅游开发。然而，在展示民族文化的方式上，援用的却是一些看起来在政

治上不是那么正确的方式。换言之，在许多旅游景点里，少数民族之“异”往往是重点展示的对

象。而且对所谓“异”的解释往往又有本质化之嫌，似乎他们因 “异”而与主流社会或者主流

文化有着本质性的不同。 

很明显，旅游目的地的许多景点在与旅游的凝视对接上，都有这么一种本质主义取向。换言

之，景点的策划者都试图迎合游客的猎奇心。因此，原先可能可以发挥博物馆社会功能的教育功

用的景点，遂在某种程度上与此背道而驰。它们所展示给游客的并非当地人今天的社会生活，而

是不恰当地对当地的传统进行夸张。同时，由于长期以来所接受的教育和主流媒体的宣传，许多

景点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描写与介绍完全与国家对民族的分类的解读如出一辙。
1
 比如民族村的解

说员会介绍说某民族处于某阶段，信仰“原始宗教”，“文化落后”等等。这种似是而非的社会文

化发展阶段的进步与落后甚至在一些策划和设计中成为某种元素，而这些元素一定与自然的风光

山水搭配。为此，设计者可以将与当地无关的族群或者民族置放在山水之中来娱乐游客。譬如，
                                                        
1 请参见笔者关于国家主导下的少数民族知识系统性建构的讨论（范可， 2012b：4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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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阳朔有一处利用当地喀斯特地貌的山形岩洞与水流构建起来的景点，名“世外桃源”。游客

们泛舟水面，穿行岩洞。在水路的两边山坡和崖面台地上，不时出现载歌载舞佤族男女青年。佤

族是生活在云南的山地民族，为什么要把他们安排到广西来？同在一条船上的导游姑娘的解释

是，“因为他们最原始，也就最快乐”，于是与美丽的山水最为协调。这真是个奇怪的逻辑！按照

这位导游的话，岂不是越“原始落后”也就意味着越快乐，越幸福？这种逻辑的背后其实就是越

“原始落后”，头脑也就越简单；头脑越简单也就越无忧无虑。如果卢梭“高尚的野蛮人”之说

尚可以考虑为对“文明”的失望，那么“原始落后”与“快乐”成正比，则表现了“现代文明人”

的无知与妄自尊大。其实，我们在众多的民族旅游目的地景点所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他者”建构；

而且还可能是一种“自我”的“他者化”——如果我们考虑到许多当地人也参与了这样的建构的

话。 

上述所提及的情形在中国许多民族旅游场合都可以听到，这绝非偶然。除了今天可以见到的

各种涉及少数民族的古代文献都充斥着荒诞不经和歧视性的记载之外，当代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

的分类和与此分类直接相关的有关知识，也将少数民族嵌顿在一种“落后－进步”或者“野蛮－

文明”的线性演化的梯度解释模式上。这种貌似理性分析的少数民族文化与社会解读，无疑给一

般主流民众甚至少数民族民众自身建立起一种有关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另类的刻板印象。因为它

貌似理性，所以是“另类”的。这点，与一般意义上的刻板印象有所不同。 

有学者将这种建立在对“他者”或者对外族的想像之上的演绎和表现称为“内部东方主义”。

这一概念从萨伊德（Edward Said, 1978）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发展而来。1978年，萨伊

德出版了《东方主义》一书，该书对人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书认为，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

的历史导致了西方人的政治与文化霸权。这对西方学者如何看待“东方”的影响不可低估。西方

学者把欧洲的文化与发展作为标准，而“东方”的异族情调不符合这些标准（Said,1978:38－41）。

依据萨伊德所揭露的一些偏见，西方学者所描写的东方是一个缺乏理性、软弱和女性化的“他者”

（同上揭书：65－67）。换言之，在萨伊德所批评的西方学者的眼里，东方与西方有着本质性的

差异，各自的“素质”绝然不同。受到萨伊德的影响，匹兹堡大学的宗教学家贝科奇－海登

（Bakić-Hayden, 1995）提出了一个相关的概念：“内部东方主义”，认为东方人里也有把其它不

同的东方人看作一种原始或者落后的“他者”。
 
 

旅游不是简单的旅行，它包含了诸多的意涵。旅游中，游客必然要“看世界”。展现在他们

面前的“世界”看似如其所愿，但却未必是全然真实的。它，多少有了虚饰的成份。值得注意的

是，游客所期待看到，亦即游客的目光，是可以被支配和引导的，聚焦所致是为“凝视”。社会

学家尤里（John Urry）认为，“游客的凝视”（tourist gaze）是一种建构性的目光，它取决于那些

与游客所熟悉的事项相反或者矛盾的形式（2002）。换言之，游客都会有猎奇的心态，总是期望

所看到的是与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完全不同。而从业者便是抓住这种心理为游客建构他们的凝视。

换言之，如何对接游客内在的好奇心和猎奇的愿望，便是旅游市场策划者的任务。因此，游客从

旅行社、各类媒体、旅行广告、旅游小册子等所得到的，往往是一些鼓吹旅游是一种脱离平庸生

活方式之类的说辞。而游客到旅游景点之后购买纪念品、拍照，以及与当地人的互动，便被宣传

为满足“脱离平庸生活”的主要方式。建构“游客的凝视”的同时，也就是在建构“他者”。通

过与他者的接触，游客们有了不同的体验与经历。在国内，绝大多数的游客接触“他者”的方式

之一，就是去民族园或者少数民族地区——在那里，有众多的民族村可满足游客对“他者”的各

种好奇心。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的主题公园有不少冠名为“民族园”、“民族村”，或者包括展现

少数民族的“锦绣中华”等等。在此，我们不妨笼统地把这些都称为民族园。从深圳到北京，从

青岛到桂林，形形色色的民族园引来众多的游客。这些展现民族文化的主题公园虽然都有各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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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但在如何表现少数民族的问题上，则有相同的原则——以展现少数民族的“奇”与“异”

来招徕游客。有些学者认为，将少数民族村与周围代表现代东西摆在一起，有意地强调少数民族

的落后（Picard and Wood, 1997:42）。这样来比附尽管可能不准确，但是符合游客对少数民族日常

生活的期待。 长期以来，国家有关少数民族的系统知识已经使民众对少数民族产生了强烈的刻

板印象。少数民族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与汉族相比，一定处于落后的阶段上，他们必须依靠国家和

主体民族的支持才有可能走向现代化。同时，在国家所认可的有关少数民族的叙事上，少数民族

又被描写为有着诗意的浪漫风情和能歌善舞。许多民族旅游景点的策划，遵循的就是这样一种模

式。这种模式可以与游客的期待与凝视对接。 

这种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展示，在多大程度上能真实地反映少数民族的实际生活状况？非常值

得怀疑。王富文（Nicholas Tapp）曾在深圳对一个主题公园里的一位布依族姑娘做访谈，得知她

的“老家水电都有”，生活条件远比主题公园里所表现的要好些。但主题公园所表现的布依族生

活，得符合游客对少数民族的想像（Tapp, 2008）。杜磊（Dru Gladney) 在北京也发现，中华民族

园所展示的少数民族民族分为两组。第一组是比较“现代化”的民族，比如朝鲜族和满族。这些

民族“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文化“发达”，因此，也就没有那种“异域风情感”。第二组则是那

些比较“淳朴”的民族，如傣族、哈尼族、黎族。他们主要进行的任务是唱歌跳舞和泼水节表演。

如此安排，反映了一般民众对少数民族的看法（Gladney, 1994）。 

上述案例提及的有关少数民族的展示或者再表现（representation），是长期以来国家意识形态

主导下的教育体系和主流媒体所传导的，有关少数民族的系统性知识的结果。正如我在其他地方

所批评的那样，这样的知识体系首先建立在完善和建设国家权力机构之一环的人口分类的基础

上，而为了使这样的分类具有合法性，就需要能够支持这一分类之思想、历史、文化的各类知识

建构（参见 Fan, 2012)。贯穿在这一知识体系的基本原则是所谓社会发展“五阶段”说。通过如

此似是而非的所谓社会发展史分类将少数民族结构到整体的中华民族叙事当中，于是不同的少数

民族根据其所处的所谓“社会发展阶段”遂在发展的图腾柱上垫底或者处于低端的位置（范可，

2012b: 76)。
1
 

许多有着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省份，都发展了民族旅游。旅游民族村的存在使游客得以直接

进入少数民族村落，这无形之中提高了游客直接接触少数民族文化的期待。云南、贵州、四川等

省份的少数民族地区吸引着大量的游客。虽然今天的游客不再把这几个省份的民族地区视为蛮荒

和瘴气弥漫的化外之地， 但这些地方的政府和民众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以期吸引游客。有

些地区，发展民族旅游似乎有利于地方民众福祉的提高。例如，贵州的千家户苗寨。但是，在许

多方面，当地对民族文化的表达，还是难以摆脱内部东方主义。游客们离开之后大概不会对当地

的男性留有印象，仿佛只有女性才能代表不同的民族文化。如此的少数民族展示给一些西方学者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此看来，无论是以民族文化为主的主题公园还是旅游目的地的少数民族村寨，其设计与策

划都是以对接主要是国内的“游客的凝视”为目的。它们都符合游客们所特有的那种内部东方主

义的异地感，都给予游客以某种“异族情调”氛围。游客们在接触少数民族民众之前，实际上已

经对少数民族有了某种刻板印象或者概念。而为了吸引游客，一些旅游目的地的少数民族群众甚

至将特定节日和特定场合才举行的仪式活动挪到成为旅游点之后的“日常生活”中来。旅游成为

一种商业运作之后，不少少数民族村寨刻意地突出自己的“异”，这是一种“自我的他者化过程”

——通过兜售刻意建构的“落后”的“传统文化”来与游客的凝视对接，由此寻求经济的发展。

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长此以往，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互动与关系究竟何时才能摆脱内部东方

                                                        
1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提出“五阶段”说。该说最早见诸《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参见（联共（布）特设

委，1949：12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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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式的不平等框架。 

 

结 语 

 

全球化已经是无法扭转的潮流。全球化最主要的特质就是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之

间关系的日益紧密。它通过人类的旅行开始，随着走出非洲，人类开始向全球辐射。人类在分别

进入了不同的地理区域后，形成了各种地区性的差异，并在各自所在区域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文化

与文明。这些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又由于人类各种形式的旅行而相互接触与传播，由此推动人类文

化与文明之间的互渗。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旅行都对人类历史、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决定

性的意义。 

人类的旅行和迁徙在国家出现之后多少都有了不同的限制。即便如此，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

旅行从未变的如此艰难。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不同，它夯实了传统国家那种松软的社会边际

（Duara, 1995: 65-69）；或者出于主权的考虑，将“边疆”变成“边界”（Giddens, 1985)。主权成

为国家首先考虑的问题之后，人类旅行遂有了限制。护照的需要其实是民族国家暴力的折射。但

在任何现代国家内部，人口的迁徙从未停止。于是许多国家便有了相对的政治治理术来对付版图

之内的移民迁徙。历史上曾有极权国家将迁徙视为国家的惩戒方式，竟可以将整个不被政府所信

任的族群从他们的土地上连根拔起，迁徙到其他地区以抵消那些当政者想像出来的潜在的威胁。

在应对人口的迁徙上，中国的户口制度在这方面独具特色。它通过对人口的类别划分，陷数亿农

业人口的迁徙自由于不能之境。由此，国家剥夺了公民的迁徙自由，以维护其制度性需要。 

虽说殖民主义列强对世界的争斗与征服的起因与民族国家的政体形式扯不上关系，但是，民

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形式在欧洲和日本崛起之后，无疑推动了列强瓜分世界与全球性资源和市场的

争夺。但它也因为这种争斗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去殖民化。长时间的殖民

地贸易和世界市场的争夺导致了在经济上形成世界体系——诚如马克思所言，帝国主义把全世界

归并到资本主义体系。这一体系的最大“成就”就是造就南北半球巨大的经济落差。然而，也正

因为这个落差，除了催生大量的民族国家在原殖民地国家形成造就的去殖民化，人口的跨国迁徙

才成为战后，尤其是冷战以后的世界性现象。于是，“跨国主义”与经济全球化一起，成为全球

化时代的一个面向。迁徙因此在今天对学术界提出了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

全球化的语境里国家治理术的有效性问题。 

旅游无疑是全球化时期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情调。无论是跨国旅游或者境内旅游，都与此

脱离不了关系。除了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因素，全球化之所以得以可能之最重要的要素就是高科

技（包括各种人工智能和通讯的发展）和交通费用的大幅度降低。而旅游之所能在中等发展水平

以上国家百姓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也是主要因素。在世界范围内，旅游有着各种形式，这些

也都在中国的百姓生活中出现。由于现代经济的提升与发展都把消费视为重要的途径，如何促使

人们消费遂成为各行各业孜孜以求的事情。因此，如何激发人们内在的各种欲望也就成为现代经

济的一大特点。旅游虽说也是这样的一种产业，但我们应当看到，如果对旅游开发进行有良知的

策划的话，这一产业无疑可以造福生活在旅游目的地的民众。 

然而，也正因为旅游也是针对人们的某种来自“天然”的需求，旅游从业者自然懂得如何打

造“游客的凝视”。我们看到，在我国的许多主题公园和旅游文化村或者民族村，内部东方主义

往往是那些打造和对接游客的凝视的策划者之不自觉的视角，它下意识地把少数民族置于一种不

平等的被“打量”和凝视的位置上。而如何展现少数民族则是根据国家在进行人口分类——民族

识别之后所渐次建立起来的有关少数民族的系统性知识，来打造的。也就是说，国家的少数民族

叙事是这些展现的主要话语体系。换言之，少数民族被当作“他者”，通过突出他们的“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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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来游客。少数民族文化在这些展示里被突出的是其传统性，亦即他们的“落后”成为了卖点。

这是今天旅游产业所存在的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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